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

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

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

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

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

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

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

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

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

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

士。十月革命后，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从 1918年 7月

开始，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

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

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

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

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

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开

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



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案例：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传播马克思

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表现，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

阐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二是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说；三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其突出特点就是

注重系统性、学术性、应用性。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由

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已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对毛泽东、

周恩来、邓恩铭、王尽美、李汉俊等一大批先进青年了解并接受马

克思主义起了重大启蒙作用。

更确切地说，李大钊是主动地、自觉地在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

的第一人。在其之前，梁启超、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孙中山

等都曾发表文章介绍过马克思学说，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

学术流派进行介绍的，而且也非常零碎，谈不上主动引进马克思主

义。而李大钊还十分重视发挥报刊和各地社会组织的阵地作用，曾

先后主编、编辑或指导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

等20多种报刊，在全国范围积极推动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

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多个社会

组织，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

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宣称，“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

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逐步认识到“共和政



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

想”。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20年 9月，他发

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

(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

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表明，陈独秀已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上来了。

第二种，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

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

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

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

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

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争斗》(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

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

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

影响的指引”。

湖南的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 1920年 8月写

信给毛泽东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

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

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

始推求比较”，到 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

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

走”。

第三种，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



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

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

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

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

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

的思想经历。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

者和擎旗人，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五四运

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

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

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最基本

的特征。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

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很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

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 (如李大钊

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部分人 (如胡适等)则继续沿着资产

阶级的道路走下去。

1919年 7月，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发表《多研

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

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

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

“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后来说过，他这样做“是要教人一



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针对

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 1919年 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

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

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

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

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

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

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

义，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

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

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

响，推动一些进步青年去接受马克思主义。

这时发生的一个新的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

播，也给予新的有力促进。这就是:苏维埃俄国政府 1919年 7月 25

日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冲破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封锁，于 1920

年三四月间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这个宣言表示“废弃

(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在中国社会上产生极大的

反响。长期饱受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内容

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有人指

出: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

“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

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



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

索，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科学社会

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

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

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任何思想，如果不和

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

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

不起作用的”。事实上，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

作为观察和认识国家命运的工具来接受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

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

结了。”

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中国的先进分子有个突出的优点：一

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

斗争的实践中去。由于在五四运动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

伟大力量，一部分学生领袖便“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

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初，北京的

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

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在

上海，陈独秀等人也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积极传

播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

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

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



阶级觉悟。他们真正成了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随着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

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就具备了。


